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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升级与中国经济波动平稳化

詹新宇 甘 凌*

摘要: 本文将产业结构升级因素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对其进行扩展，较好
地模拟和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及其机制。敏感度分析表明，产业
结构升级在增加了投资需求的同时相对减少了消费需求，但消费需求的波动缓和了产出
波动而投资需求的波动加剧了产出波动，二者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抵消效应”，这可能是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在高投资、高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出现高波动的重要原因。反映动态冲
击机制的脉冲响应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冲击使得投资产生较大的正向波动，但同时使
得消费产生负向波动，这两种波动共同作用，最终使得总产出的波动不是很大，可见产业
结构升级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冲击总体上表现为“熨平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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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现象中，有两大现象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一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由

第一产业为主导逐步向第二、第三产业为主导转变; 二是经济波动幅度显著下降，特别是在“九五”时期出现
了由“高位波动”转向“波幅收窄”的平稳化趋势( 詹新宇、方福前，2012) 。产业结构升级是内部结构问题，而
经济波动是总量增长率的变动问题，宏观经济波动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

幅度和频率，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速度。郭克莎( 1999) 等学者的研究早就发
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及其波动的主要因素是结构性因素而不是总量因素; 林毅夫( 2012) 也认为，中国的经
济发展不仅是一个技术革新过程，更是包括产业结构升级、多元化在内的动态结构转型过程。为此，本文拟
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入手，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及其机制。
对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问题，刘元春( 2003) 详细分析了各种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二元经

济转型引起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无论从增长质量的改善上还是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上都高于经济制度变迁;

江小涓( 2005) 指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力，但中国产业结构中仍存在自主创新能力
不足、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结构升级与就业压力的矛盾加大等问题; 黄茂兴和李军军( 2009) 认为通过技术
选择和合理的资本深化，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实现经济快速增长; 金碚( 2013) 的研究发现，中国工
业化向经济腹地的较快推进直接表现为产业在区域间转移的加快，并在空间转移中实现结构升级。
对于经济波动平稳化现象，Stock和 Mark( 2002) 最早使用“平稳化”一词，他们发现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美国各个州都出现了经济波动幅度下降现象，然而他们的研究认为，只有 10% ～ 25%的经济波动下降归
因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改善，而其余都归因于生产率、商品价格冲击的平稳化和其他无法识别的“好运气”。
但是 Gordon( 2005) 的研究发现，投资、消费等 11 个变量的波动趋缓可以解释 80%的产出波动率下降，而各
个变量支出结构的变化则解释了剩下 20%的产出波动率下降。国内方面，梁琪和藤建州( 2007) 从统计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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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波动周期逐渐延长的同时波动幅度却在下降; 刘金全和刘志刚( 2005 ) 的
研究表明，消费、净出口、政府支出等国民经济支出变量的波幅下降，是中国经济波动幅度下降的重要原因;
梁稳存( 2007) 的研究发现，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缓和化，得益于 1997 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的日趋稳健及其
冲击的降低。
正当 Bernanke( 2004) 等著名学者的研究认为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改善促进了世界经济

周期的平稳化，经济波动“大起大落”的现象不会再出现的时候，2008 年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了世
界经济，也冲击了日渐兴起的“平稳化”理论。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分析表明，恰恰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和宏观
经济政策选择等方面出现了偏差( Gali and Luca，2009) 。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中国宏观经济
2008 年以来总体上还保持着平稳的增长势头，经济波动幅度没有增大的趋势，因而对中国经济波动平稳化
现象的研究依然方兴未艾。殷剑锋( 2010) 认为，中国经济的趋稳部分因为融入全球化，但也得益于中国自
身的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 屠俊明( 2012) 则从“政府消费和流动性约束”、“生产结构和技术冲击”等角
度研究了中国“产出过度平缓”背后的原因; 詹新宇和方福前( 2012) 研究发现，国有经济改革的深入推进，显
著促进了中国经济波动的平稳化。
对于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波动的相互关系问题，McConnell 和 Perez － Quiros( 2000) 发现美国 1980 年之

后的产出波动模式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 Chenery 和 Ｒobinson( 1986) 认为，结构变化及其要素重置效
应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Ｒomer( 1999) 发现，与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一起，经济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
减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短期波动; Eggers和 Ioannides( 2006) 发现美国产业结构向服务化方向
的演进因素对经济波动稳定化趋势的贡献比例高达 50%，并认为已有文献低估了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波动
的影响; Lorentz和 Savona( 2010) 运用数值模拟研究了各种经济周期下结构变化的规律以及各种结构变化对
商业周期的振幅的影响。国内方面，李猛( 2010) 将经济波动的形成原因分解为结构效应、波动效应和交互
效应，发现产业结构冲击对经济波动的贡献率在 15% ～ 20%之间; 干春晖等( 2011) 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分
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维度，认为后者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前者; 方福前和詹新

宇( 2012) 的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经济波动具有显著的“熨平效应”，但三大产业对中国经济波动
幅度的影响是非对称的。
分析已有文献发现，单独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波动平稳化的文献非常多，而将这二者结合起来研究

的文献则不多见。在这些不多见的文献中，定性角度的研究非常多，定量研究得比较少，定量研究又主要是
集中在时间序列模型的层面，经常遇到序列相关、内生性等因素的制约。为此，本文尝试跳出时间序列模型
的传统范式，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动态结构计量模型的层面来探讨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波动之间

的关系问题。利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建模方法之一———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中国经济波动问
题的文献近些年来不断增多，主要从技术冲击、金融加速器、融资约束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波动的原因。
然而，标准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文献中，除了屠俊明( 2012) 在一个多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分
析了生产结构转型对经济波动缓和化趋势的影响之外，其他文献都未见将产业结构升级因素纳入其中，但这

并不是学界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不重要，而是因为产业结构升级作为一个结构性指标，

在放入经济波动的总量模型时遇到了困难。本文尝试在这一问题上有所突破。
本文余下内容安排为:第二部分是模型构建，在构建原始模型的基础之上得到转换模型; 第三部分是数据

说明与参数校准;第四部分是模型模拟，旨在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经济波动的冲击机制; 第五部分是结论与

启示。

二、模型构建

( 一) 原始模型

原始模型由居民、企业两部门构成。居民以实现自身贴现效用最大化为目标，进行消费、劳动和储蓄的
最优化决策。企业以实现本期利润最大化①为目标，进行资本和劳动的最优化决策。模型的基本结构为:
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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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过程并不涉及跨期优化问题，因此企业各期贴现利润最大化问题与每一期利润最大化问题是等
价的。



假定代表性消费者目标函数为:

Et{∑!

t = 0
βt［( lnCt + φln( 1 － Ht ) ］} ( 1)

其中，Et 为期望算子，β 为主观贴现因子，Ct 为代表性家庭第 t 期的消费，Ht 为第 t 期的劳动供给，φ 为
消费和闲暇的相对权重。
消费者的收入除了可以用于满足当期消费外，还可以储蓄，以提高未来的效用水平。因此，消费者可以

在金融市场上自由借贷，通过跨期决策来平滑消费，其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Ct + St + Gt = ( 1 + rt ) St － 1 + wtHt ( 2)
其中，Ct、St、Ht 分别为消费者的消费、储蓄和劳动供给; wt、rt 分别为消费者的工资收入和资本收益率。

Gt 为政府从居民部门获得的消费支出，由于政府消费支出的主体是各级政府，尽管政府采取何种财政政策

大体上是根据宏观经济形势来“逆经济风行事”的，但是政府支出多少、何时支出、支在何处等问题，家庭和
厂商都是无法决定的。因此，将政府支出视为外生的随机冲击变量，并且服从平稳的 AＲ( 1) 过程:

lnGt = ( 1 － ρG ) ln G
－ + ρ lnGt － 1 + εGt ( 3)

其中，0 ＜ ρG ＜ 1，εGt为独立同分布的 N( 0，σ2
G ) 。

企业:

为简化分析，假设生产部门只有生产最终产品( Yt ) 的企业，其生产函数为柯布 －道格拉斯形式:
Yt = At ( XtKt )

αN1 － α
t ( 4)

( 4) 式中，Kt 为资本存量，Nt 为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前已述及，生产部门除了受到中性技术冲击 At

之外，还受到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不同产业中，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比例是不相同的: 越是传统的产业，资
本劳动投入比越低; 越是现代新兴产业，资本劳动投入比越高( 詹新宇、方福前，2012 ) 。而产业结构升级的
过程，就是现代新兴产业逐渐替代传统产业的动态过程，可见产业结构升级直接影响了企业生产中的资本劳

动投入比，即 Kt /Nt。为此，本文在上述生产函数中加入了产业结构升级指标 Xt。将( 4) 式变形得到:

yt =
Yt

Nt
= At Xt

Kt

N( )
t

α

( 5)

由( 5) 式可见产业结构升级直接影响到了生产函数中人均资本的配备额度。另外，生产函数中表征中
性技术的 At 服从 AＲ( 1) 的随机过程，具体形式为:

lnAt = ( 1 － ρa ) lnA + ρa lnAt － 1 + εat，εat∈( 0，σ
2
a ) ( 6)

另外，经济实现均衡时，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借贷市场同时出清，即有以下等式成立:

Ht = Nt ( 7)
St = It ( 8)

将以上原始模型使用拉格朗日方法得到各状态变量的一阶条件。主要步骤如下:
居民:

L = ∑
!

t = 0
βt ［( lnCt + φln( 1 － Ht) ］+ λ{ t［( 1 + rt ) St － 1 + wtHt － Ct － St － Gt］} ( 9)

对状态变量 Ct、Ht、St 分别求解代表性消费者的最优化行为，得到一阶条件如下:

1
Ct

= λ t ( 10)

φ
1 － Ht

= λ twt ( 11)

λ t = βλ t + 1Et ( 1 + rt + 1 ) ( 12)
横截条件①为: lim

t→!
βtλ tSt = 0

企业:

max
Ht，Kt
［At ( XtKt )

αN1 － α
t － wtNt － ( rt + δ) Kt］ ( 13)

假定生产要素( Kt，Nt ) 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因此，最终品生产企业为了实现经济成本最小化，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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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横截性条件的限定，是为了排除模型中可能存在的过度借贷路径。



要素 Kt 与 Nt 须满足如下等式:

rt = αAt ( XtKt )
α － 1NtXt － δ ( 14)

wt = ( 1 － α) At ( XtKt )
αNt ( 15)

( 二) 转换模型

由于具有持续增长趋势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引入，使得原始模型中众多变量在经济均衡时存在增长

趋势。为此，本文参照 King等( 2002) 将原始模型变形为转换模型的建模思路，将融入了增长趋势的变量除
以具有增长趋势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标，进行等价转换，得到:

Ĉt =
Ct

Xt
，Ŝt =

St

Xt
，Ĝt =

Gt

Xt
，Ŵt =

wt

Xt
，It̂ =

It
Xt

( 16)

其中，ψt =
Xt

X0
。另外，由于 Ht、Nt、rt 并未因为产业结构升级指标而融入增长趋势，因此它们在转换模型

中依然保持不变。
将以上变量代入原始模型，并进行简化整理，得到转换模型:

居民:

Et ∑!

t = 0
βt［( lnĈt + φln( 1 － Ht{ }) ］ ( 17)

Ĉt + Ŝt + Ĝt = ( 1 + rt )
Ŝt － 1

ψ
+ ŵtHt ( 18)

lnGt = ( 1 － ρG ) lnG + ρG lnGt － 1 + εGt ( 19)
企业:

max
Ht，K̂t

［AtK̂α
t N

1 － α
t － ŵtNt － ( rt + δ) K̂t］ ( 20)

lnAt = ( 1 － ρa ) lnA + ρa lnAt － 1 + εat，εat∈( 0，σ
2
a ) ( 21)

It̂ = K̂t － ( 1 － δ)
K̂t － 1

ψ
( 22)

经济均衡时，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依然要满足出清条件。与原始模型处理办法相似，将以上转换模型
使用拉格朗日方法得到各变量的一阶条件:

1
Ĉt

= λ t ( 23)

φ
1 － Ht

= λ t ŵt ( 24)

λ t = βλ t + 1Et ( 1 + rt + 1 ) ( 25)

rt = αAtK̂α － 1
t N1 － α

t － δ ( 26)

ŵt = ( 1 － α) AtK̂α
t N

－ α
t ( 27)

转换模型系统中共有 11 个内生变量以及与之对应的家庭部门一阶条件、生产部门一阶条件、均衡条件
和冲击条件。根据 Blanchard和 Portugal( 1980) ，以上对数线性化后的动力系统的解具有稳定性。

三、数据说明与参数校准

( 一) 数据说明

本文涉及的主要变量包括: GDP、三大产业的 GDP，就业人数( Lt ) 、CPI、GDP 增长指数和三大产业 GDP

增长指数。其中，1978 － 2008 年的原始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 － 2011 年的数据来
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2) 》。本文用到的中国 1978 － 2011 年资本存量( Kt ) 数据，参照单豪杰( 2008) 的计算
方法得到。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通过 GDP平减指数和 CPI 将各个名义值都换算为基期相同的实际值。
对于经济波动，为与其他文献具有可比性，本文采用常见的 HP滤波方法，并且年度数据的 λ取 100。
对于产业结构升级指标( Xt ) ，目前学术界主要度量方法有三种: 一是 Clark( 1940) 所定义的第一产业从

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该指标值越小，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越高; 二是 Chenery 和 Ｒobinson
001



( 1986) 所定义的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及其就业人数比重，这一指标在工业化过程中不断上升，但在工业化
完成后趋于下降; 三是国内学者在研究产业结构调整中经常使用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但是，这三种度量方法仅仅盯住了第一产业或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及其增加值，忽视了第二、第三产业的结
构变化对总体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其实，产业结构升级是指，随着经济不断增长产业结构相应地发生规
律性变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三次产业比重沿着第一、二、三产业的顺序不断上升①。为克服上述两种传统
指标以偏概全的致命弱点，付凌晖( 2010) 设计了一种同时考虑三大产业增加值的结构升级指标: 根据《中国
统计年鉴》数据，将第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作为空间向量 W0 中的一个分量 w1，0、w2，0、w3，0，

然后，利用反余弦函数计算W0 与产业由低层次到高层次排列的向量W1 = ( 1，0，0) ，W2 = ( 0，1，0) ，W3 = ( 0，
0，1) 的夹角 α1，α2，α3 :

αj = arccos(
WT

j W0

‖Wj‖·‖W0‖
) ，j = 1，2，3 ( 28)

据此，定义产业结构升级指标 Wt 为:

Xt = ∑
3

k = 1
∑

k

j = 1
αj ( 29)

使用上述方法，计算出 1978 － 2011 年间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指数 Xt ( 见图 1) 。由计算结果发现，中国产
业结构升级指标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而且上升的速度远远低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但其上升路

径一直比较平稳，为此本文假定产业结构升级指标 Xt 具有确定性的增长趋势 ψ，且 ψ = Xt + 1 /Xt。

图 1 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率
( 二) 参数校准

1．基本参数的确定
首先是确定折旧率 δ和 H。中国会计准则中规定资本折旧参考年限为 10 年，规定建筑资本的年折旧率

为 5%，但 Bai等( 2006) 对中国资本折旧率进行了详细的计算，得到折旧率平均值为 10． 82%，该研究结果与
胡永刚和刘方( 2007) 的研究较为吻合。为此，参照他们的研究，δ选取 0． 11。仿照 Hansen( 1985) 中的设置，
取稳态时的劳动时间( H) 为 1 /3，即每个劳动力每天工作 8 个小时。
其次是确定利率水平。对中国改革开放后资本边际产出的研究是近些年来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其中

Bai等( 2006) 利用直观的计算方法得出了与宏观模型在概念上相契合的资本回报率，屠俊明( 2012) 在修正
Bai等( 2006) 计算方法的基础上得到了中国 1978 － 2006 年的平均资本回报率为 17． 51%，而且这个数值与
CCEＲ“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 2007) 利用企业微观数据计算的结果比较吻合。为此，本文取稳态的利率水
平 r为 0． 175。
最后是其他参数的确定。φ表示消费和闲暇的相对比重，与 José － Víctor 等( 2009) 相同，本文将 φ设为

0． 667。贴现率的计算公式为 β = 1
r + ( 1 － δ)

，由于 δ = 0． 11，r = 0． 175，由计算可知贴现率 β为 0． 939。

2．要素份额与技术冲击
确定生产函数中的要素份额。根据所设定的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将其变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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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与产值结构的变化趋势相似( 二者的相关系数高达 0． 792) ，三大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也是沿
着第一、二、三产业的顺序不断上升的。篇幅所限，本文只用三大产业的产值指标衡量产业结构升级情况。



ln
Yt

Nt
= β0 + β1 t + αln(

Kt

Nt
) ( 30)

依据此可供估计的函数形式，利用 1978 － 2010 年的数据进行估计，得到 α = 0． 4163。生产函数( 30) 式
中的残差即为“索罗余值”，它衡量了中性技术水平。为此，在得到技术冲击 At 的时间序列数据后，根据它满

足 AＲ( 1) 过程的假设，得到技术冲击一阶自回归系数 ρA = 0． 8323、技术冲击的标准差 σA = 0． 0197。3．政府
支出参数
目前测算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主要方法有 HP滤波法、BP滤波法、生产函数法、线性趋势法等，其中 HP

滤波法使用最为广泛，因而本文在计算政府支出波动时依然采用 HP滤波方法。由于本文是年度数据，利用
HP滤波进行成分分解时按通常的做法，将 λ取值为 100。对政府支出 Gt 剔除价格影响后，将真实政府支出

的自然对数值进行 HP滤波处理得到政府支出波动 GC
t。再根据( 3) 式的设定，得到政府支出冲击的 AＲ( 1)

系数 ρG 和政府支出冲击的标准差 σG。具体结果见表 1。

表 1 模型参数的校准结果
参数 α β r φ δ N ψ ρA σA ρG σG

取值 0． 4163 0． 939 0． 175 0． 667 0． 11 0． 3 1 0． 8323 0． 0197 0． 7812 0． 0335

四、模型模拟

( 一) 比较分析

本文模拟得到考虑产业结构升级模型的转移方程和主要变量的政策方程分别为:

lnK̂t = 0． 324 + 0． 736lnK̂t － 1 － 0． 021lnĜt － 1 + 0． 367lnAt － 1 － 0． 118σGt + 0． 372σAt ( 31)

lnŶt

ln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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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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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分析以上政策方程发现，在 K̂t － 1、Ĝt － 1和 At － 1三个状态变量以及 σGt、σAt两个外生冲击中，K̂t － 1的系数整

体上看是最大的，这表明 K̂t － 1对产出、消费、投资和劳动投入的影响都很大，因而资本波动是经济波动内在演

进的核心动力。而从资本本身的转移方程来看，在 K̂t － 1、Ĝt － 1和 At － 1三个状态变量以及 σGt、σAt两个外生冲击

中，本期资本波动对上期资本波动和本期技术冲击的反应程度最为强烈。根据以上转移方程和政策方程，结
合模型中的冲击条件，得到引入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转换模型的模拟结果。为便于比较，本文采用相同方法，
对不考虑产业结构升级的模型①也进行了校准和模拟。具体模拟结果见表 2。

表 2 模型模拟结果比较分析

变量

实际经济 不考虑产业结构升级的模型 考虑产业结构升级的转换模型

标准差 相对标准差

与产出的
同期相关
系数

标准差 相对标准差

与产出的
同期相关
系数

模拟经济的
Kydland －
Prescott
方差比率

标准差 相对标准差

与产出的
同期相关
系数

模拟经济的
Kydland －
Prescott
方差比率

总产出 0． 075 1． 000 1． 000 0． 142 1． 000 1． 000 1． 893 0． 092 1． 000 1． 000 1． 227
资本存量 0． 053 0． 707 0． 785 0． 072 0． 577 0． 592 1． 358 0． 059 0． 685 0． 782 1． 113
投资 0． 117 1． 560 0． 873 0． 171 0． 904 0． 682 1． 462 0． 091 1． 289 0． 814 0． 778
消费 0． 036 0． 480 0． 632 0． 011 0． 077 0． 432 0． 306 0． 021 0． 228 0． 564 0． 583
就业 0． 022 0． 293 0． 217 0． 008 0． 263 0． 329 0． 364 0． 012 0． 141 － 0． 243 0． 545

政府支出 0． 061 0． 813 － 0． 261 0． 085 0． 599 0． 274 1． 393 0． 072 0． 783 － 0． 212 1． 180

就消费的波动而言，样本期内实际消费波动为 3． 6%，不考虑产业结构升级的模型模拟值为 1． 1%，
Kydland － Prescott方差比为 30． 6%，这表明不考虑产业结构升级的模型解释了实际消费波动的 30． 6%，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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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考虑产业结构升级时，公式( 4) 中的 Xt = 1。



50%，模拟效果很不理想。但是，在考虑产业结构升级后的模型中，消费波动的模拟值为 2． 1%，Kydland －
Prescott方差比为 58． 3%，与实际经济更为接近。
就投资的波动而言，样本期内实际投资波动为 11． 7%，不考虑产业结构升级的模型模拟值为 17． 1%，

Kydland － Prescott方差比为 146． 2%，模拟值远远大于实际值。但是，在考虑产业结构升级后的模型中，投资
波动的模拟值为 9． 1%，Kydland － Prescott方差比为 77． 8%，更符合特征事实。实际经济中，投资与产出波动
的同期相关系数为 0． 873，而两个模型的模拟值分别为 0． 682、0． 814，可见也是考虑产业结构升级后的模型
模拟出了投资与产出高度同周期的特征事实。
就资本存量的波动而言，实际资本存量波动为 5． 3%，不考虑产业结构升级的模型预测为 7． 2%，

Kydland － Prescott方差比为 135． 8%，与实际经济相距甚远; 考虑产业结构升级的模型模拟值为 5． 9%，
Kydland － Prescott方差比为 111． 3%，尽管与实际经济相比还有些差距，但其差距明显减小。
此外，与不考虑产业结构升级的模型相比，考虑产业结构升级的模型对总产出、就业和政府支出的模拟

结果也更接近现实经济。而且实体经济中，政府支出与产出是逆周期的，这表明财政政策对经济波动有一定
的熨平作用，考虑产业结构升级的模型较好地模拟出来了这种逆经济周期特征( － 0． 212) ，而不考虑产业结
构升级的模型模拟出来的政府支出与总产出却是顺周期的( 0． 274) ，与现实情况恰好相反。然而，在模拟就
业方面，实际经济中就业与总产出是顺周期的，不考虑产业结构升级时的模拟结果也是顺周期的，而考虑产

业结构升级后的模拟结果却是逆周期的，这表明模型尚存在一定的不足。
以上对比研究充分表明，考虑产业结构升级的模型模拟结果整体上优于不考虑产业结构升级的模型。可见，

在模型化中国经济波动的研究时，对产业结构升级因素的忽视将会降低模型对现实经济波动的拟合能力。
( 二) 影响机制分析

1．敏感度分析
为明确产业结构升级对居民消费、投资、消费产出比、投资产出比的影响渠道和机制，本文对产业结构升级

进行敏感性分析( 见图 2) 。将 ψ的起始点设为 1，即假定产业结构升级的初始速度为零; 终点设为1． 2，即假定
产业结构升级的期末速度为 20% ; 步长设为 0． 02，即假定本期产业结构升级速度都比上一期加快 2个百分点。

图 2 产业结构升级的敏感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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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度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产业结构升级速度的加快，模型稳态时的消费产出比出现单调下降，由

50． 94%减少到 43． 94%，而投资产出比出现单调增加，由 33． 62%增加到 42． 29%。这表明，产业结构升级速
度的加快会促使消费的相对下降和投资的相对上升，这与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波动的典型事实是相符的。与
此同时，消费和投资相对于产出的波动也出现了单调变化: 消费的相对波动由 185． 66%锐减至 35． 95%，投
资的相对波动则由 130． 99%上升至 157． 63%。将实际经济中消费的相对波动和投资的相对波动与模拟数
据相比较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一定差距。但是如图 3 所示，现实经济中消费的相对波动也是小于投资的相对
波动的: 1994 － 2011 年间，消费的相对波动的均值为 1． 11，而投资相对波动的均值为 1． 64。可见，模型还是
较好地模拟出了这种特征。

图 3 中国实际经济中消费、投资相对波动变化图①

敏感度分析较好地明确了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机制: 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步伐的加快，使

得稳态经济中需要更多的投资，投资相对增长，消费因而相对减少; 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促使投资在维持

高增长的同时，也呈现高波动的特征，但是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消费结构升级，并使得消费波动逐渐趋

稳。可见，消费需求的波动缓和了产出波动而投资需求的波动加剧了产出波动，二者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抵
消效应”。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逐渐转变，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
进程的逐渐加快将是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产业结构的升级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并促使消费相对波动日

趋缓和，这可能是近些年来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经济波动产生“熨平效应”的作用机制。
2．脉冲响应分析
敏感度分析本质上是一种比较静态分析，为进一步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波动冲击作用的动态传导

机制，假定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 ψ不是恒定的，在某个时期( 例如某年) 发生了 1 个单位标准差的正向冲击，
本文利用脉冲响应分析这种产业结构升级速度的正向冲击对投资、消费、产出和资本存量等主要宏观经济指
标的动态影响( 见图 4) 。
从消费对产业结构升级冲击的脉冲响应上看，实际消费在开始阶段向上偏离 0． 022 单位，但是之后急剧

下降，在第 3 期转向负向偏离，并在第 5 期达到最小值( － 0． 008) ，然后逐渐回到稳态附近。是因为，在产业
结构升级面临一个正向冲击后，快速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投资需求急剧增加，在总产出不能快速增加的背景

下，投资的急剧增加必然会使得消费较快减少。
从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冲击的脉冲响应上看，实际投资首先向上偏离稳态，然后在第 3 期向上偏离达到

最大值( 0． 072) ，之后较快下降，并在第 7 期回到稳态附近。正向产业结构升级冲击在开始阶段之所以引起
投资向上偏离稳态，原因如前所述，在产业结构升级冲击发生后，快速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投资需求急剧增加，

因此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冲击对刺激投资而言是个利好冲击。
从总产出对产业结构升级冲击的脉冲响应上看，实际产出开始阶段向上偏离 0． 032 个单位，随后快速下

降，并在第 4 期之后逐渐走向稳态。这是因为，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投资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两驾马
车”。尽管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冲击使得全社会的投资有所增加，在投资乘数的作用下，实际产出会有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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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lnCC、lnYC、lnIC分别为实际经济中 1994 － 2011 年间的消费、GDP和投资取自然对数并进行 HP滤波后的周期波动值。
因此，lnCC / lnYC、lnIC / lnYC分别表示实际经济中的消费相对波动和投资相对波动。



度的上升; 但另一方面，全社会投资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消费，这使得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被

削弱。
从资本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冲击的脉冲响应上看，资本存量首先向上偏离稳态 0． 027 个单位，然后缓慢

上升并在第 5 期向上偏离稳态达到最大值，之后缓慢回调，在 9 期后才回到稳态附近。正向产业结构升级冲
击在开始阶段之所以引起资本存量向上偏离稳态，是因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加快增加了全社会的投资需求，投

资需求的增加必然会引起资本存量的增加，但是由于资本存量基数比投资要大很多，因此其变化步伐也慢于

投资。

图 4 产业结构升级冲击的脉冲效应模拟

比较以上四大宏观经济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冲击的脉冲反应发现，投资波动偏离稳态的幅度最大，其次

是实际产出和资本存量，而消费最小。产业结构升级冲击使得投资产生较大的正向波动，但同时使得消费产
生负向波动，这两种波动效应共同作用，最终使得总产出的波动不是很大，这也与敏感度分析的结论基本是

一致的。

五、结论与启示

与已有文献从时间序列模型入手不同，本文构建了一个考虑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

析了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及其机制。比较不考虑产业结构升级模型和考虑产业结构升级的
模型发现，后者的模拟效果显著优于前者。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一直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并已
对中国经济波动产生重要影响，因而在模型化中国经济波动的研究时，对产业结构升级因素的忽视将会降低

模型对现实经济波动的拟合能力。敏感度分析进一步明确了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经济波动的机制: 产业结构
升级在增加了投资需求的同时相对减少了消费，但是消费需求的波动缓和了产出波动而投资需求的波动加

剧了产出波动，二者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抵消效应”，这使得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在高投资、高增长的同时，并
未出现高波动。而反映动态冲击机制的脉冲响应分析发现，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冲击的脉冲
反应不尽相同，而且产业结构升级冲击在对投资产生较大的正向波动的同时，对消费却产生负向波动，这两

种波动效应共同作用，使得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冲击总体上表现为“熨平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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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变动是中国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冲击源，宏观产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动对经

济周期波动有着深刻的影响。当前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都面临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和恢复经济增长的
压力，中国经济也正处在打造“升级版”、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关键阶段，面对竞争激烈程度加剧、产能过剩矛
盾突出、要素成本上升较快等国内外经济形势，为实现“稳增长”( 即经济波动较小) 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协调
推进，必须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加强第一产业的基础性地位，做强做优第二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推进

产业结构向中高端升级，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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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incorporating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to the DSGE model，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China’s 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its mechanisms． In the improved DSGE framework，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s of those effects by sensitivity analysis and impulse response analysi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increased the investment demand but reduced the consumption demand． Meanwhile，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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